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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應未來水資源缺乏的問題，水回收再利用逐漸受到重視，對於再利用水質

將會有更高的要求，因此近年來由「新興污染物」造成之環境及人體健康之危害

問題也逐漸受到國際上的重視。在過去幾年，壬基苯酚(nonylphenol, NP)即被

發現是一種環境荷爾蒙，由於台灣生產及使用量龐大，故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

但在工商業、農業，甚至一般家庭、醫療院所、藥廠等，皆會產生更多種類的新

興污染物，其對人體及水中環境所造成的健康影響亦是全然未明的，因此對於新

興污染物的基本瞭解與認知有其必要性，故本文將針對新興污染物之種類及來

源、環境分佈、分析評估方法、自然環境下的宿命及工程系統處理方法作一概要

的說明。 

 

一、前言 

全球的淡水含量僅占總水量的 2.5%，且可直接被人類運用的淡水量還不及

其 1%，然而全球對於水資源的需求及使用量持續增加，未來勢必將面臨到水資

源嚴重匱乏的問題。水回收再利用必定會受到重視，因此對於再利用水質將會有

更高的要求，除了傳統 BOD、營養鹽、微量有機物等的處理外，近年來由「新興

污染物 (emerging contaminants)」造成水環境及人體健康之危害也逐漸受到國

際上的重視。 

受到國內重視的壬基苯酚(nonylphenol, NP)亦為一種新興污染物，其產生

的 主 要 來 源 為 非 離 子 界 面 活 性 劑 ： 壬 基 苯 酚 聚 乙 氧 基 醇 （ Nonylphenol 

Polyethoxylates, NPnEO），廣泛的應用於油污去除及洗滌產品之主要成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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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化劑、清潔劑等，NPnEO 在使用後，會被排放至污水處理廠或直接排入自然水

體中，經由微生物分解而產生代謝物質 NP，NP 在水環境中不易再被分解，使得

在許多國家的河川中皆可檢測得到此類化學物質，而 NP 的化學結構式近似於動

物之雌性激素，屬內分泌干擾物質（Endocrine Disrupting Compounds, EDCs)，

即俗稱的環境荷爾蒙（Environmental Hormones)，此類物質於極低濃度下，即

可形成假性荷爾蒙，干擾或抑制生物內分泌之正常生理機制，導致生殖機能病

變、喪失繁衍能力甚至引發惡性腫瘤，因而受到關注。台灣 NP 生產及使用量龐

大，我國環保署於 2002 年對台灣地區作清潔劑生產量與使用量的調查，發現非

離子界面活性劑年使用量約為四萬六千公噸，占清潔劑使用量的三分之一。 

由此可知台灣地區 NP 在工業與民生上具有重要的用途，因此使用情形極為

普遍，但其具有對人體與環境造成影響的潛在特性，所以也已經被歸類在新興污

染物當中。 

新興污染物主要為「新認定或之前未確認」、「未受法規規範」、且「對人體

健康及生態環境具有風險性」的化學污染物。其種類相當繁多，如藥物和個人護

理用品(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內分泌干擾

物質(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EDCs)、工業用化學物質(industrial 

chemicals)、及其他廢水排放之有機污染物(organic wastewater- related 

compounds, OWCs)等均屬新興污染物，且上述物質並非單一獨立之種類，會有互

相含括之特性。如圖 1 所示，PPCPs、化學製品及 OWCs 等三個種類之物質也可能

同時被歸類為 EDCs 物質。 

 
 

圖 1 新興污染物之種類(Emerging Contaminants Categories) 

藥物和個人護

理用品(PPCPs) 

廢水排放之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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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地質調查所(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1] 檢測 139 條河

川，發現其中之 80%的河川中含有一種或以上之藥物(pharmaceuticals)、荷爾

蒙(hormones)、及 OWCs (其中 NP 被歸於此類污染物)。在一般環境中，新興污

染物濃度較其他已管制之異質物濃度(xenobiotics)來得低。Williams [2]對全

球地表水中之 218 種藥物進行分析，統整 27,000 筆以上之分析結果後發現，此

218 種藥物之平均濃度約為 0.043 μg/L，濃度甚低；與 USGS [1]檢測出的 NP

平均濃度 1 μg/L 相較之下，NP 濃度是相對高出許多的。歐美各國也曾在二級

及三級廢水處理廠之放流水中發現它的存在，因此新興污染物已成為歐美等先進

國家關注之對象。 

雖然美國環保署(U.S. EPA) 仍持續評估新興污染物濃度於環境中之危害

性，但目前仍尚未有明確的環境濃度限制，及其標準分析方法程序。目前全球正

積極研究各種新興污染物於環境中之濃度，與探討此濃度是否會對人體健康或生

態系統造成衝擊。不過到目前為止尚未有切確的證據指出，暴露於低濃度(如藥

物活性化合物(pharmaceutically active compounds))之新興污染物時會對人體

健康造成不利之影響。同樣在國內許多學者對 NP 之公共衛生及人體濃度暴露效

應作了一連串的研究，如陳美蓮 [3]在非職業暴露族群之研究，顯示相較於外國

的研究結果，我國人血漿、尿液中 NP 濃度及檢出率明顯較高。莊欣怡 [4]研究

分析纖維染整工人、清潔業工人與一般族群，如：辦公室工作人員及學生之尿液

及血漿樣本中 NP 的濃度進行比較，結果顯示尿液樣本以纖維染整工人之 NP 濃度

最高，其中於現場作業使用染整助劑的員工體內 NP 濃度顯著高於非現場作業的

員工。但其濃度與人體健康效應之間的影響探討仍在進行當中，且國內除 NP 之

研究外，針對其他種類新興污染物(如：PPCPs)的調查卻是極為缺乏的，因此對

於新興污染物的基本瞭解與認知有其必要性。 

 

二、新興污染物之種類及來源 

（一）藥物和個人護理用品(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 

PPCPs 與人類之日常生活密切相關，但由於大量的使用及任意排放與

丟棄，導致 PPCPs 普遍存在於生活廢水、處理廠排放水、和地表水等環境

中。其主要來源為一般人類或牲畜所使用的藥物，一部份由身體代謝排泄

出來，另一部份則未經代謝排出體外，而這些代謝物或殘留物則直接排入

環境。另一來源為個人清潔與護理等日常生活用品，使用後經由家庭污水

而排至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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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CPs 為多種化合物之集合名詞，其中包括處方籤用藥、獸醫用藥及

人 體 用 藥 、 診 斷 用 劑 (diagnostic agents) 、 營 養 食 品 / 草 藥

(nutraceuticals/herbal remedies)、和其他一般消費用品(consumer 

chemicals)。環境中常見之 PPCPs 種類彙整如下所示[5]： 

1. 處方籤用藥、獸醫用藥、及人體用藥：止痛藥(analgesics，如 ibuprofen, 

naproxen, and ketoprofen)、抗生素(antibiotics)、抗憂鬱藥物

(antidepressants)、β 受體阻滯藥(beta-blockers)、降血脂藥(blood lipid 

regulators)、生殖荷爾蒙(reproductive hormones)、及類固醇(steroids)等。 

2. 診斷用劑：顯影劑(X-ray contrast media)。 

3. 營養食品/草藥：卡瓦胡椒(kava)、石杉鹼甲(huperzine)等。 

4. 一般消費用品：芳香劑(fragrance，如麝香)、防曬劑(sunscreen agent，如

methylbensylidene camphor)、抗氧化劑(antioxidants)、抗菌劑

(antimicrobials)、及其他消毒劑(disinfectants，如 triclosan)等。 

（二）工業用化學物質及其他廢水排放之有機污染物(Industrial Chemicals and 
Organic Wastewater-related Compounds) 

工業化學製品之製造及使用主要是為了滿足社會之需求與生活之改

善。自從化學製品工業化之後，工廠大量生產便利的生活用品，及隨著人

類生活習慣和消費方式的改變，使得我們社會逐漸形成以"丟棄"為主的消

費行為。因此，化學物質便容易隨著廢棄物的丟棄而流入環境中，目前有

多種化學物質已證實會對人體健康、生態環境、及野生動物造成危害(如

多氯聯苯(PCBs)和戴奧辛(dioxins)等)。 

此外，其他化學物質，像非離子界面活性劑(nonionic surfactant，

如 alkylpheno polyethoxylates, APEOs) 、 塑 膠 添 加 劑 (plastic 

additives，如 di (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雙酚 A(bisphenol 

A)、及溴化二苯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等化學物

質也逐漸受到關注。其中，DEHP 為一般塑化劑(plasticizer)與商品製造

時之添加劑，常做為 PVC、樹脂、建築材料、家俱、食品包裝材料、及驅

蟲劑等製品中之添加劑。雙酚 A 常用於單體商品之製造，例如聚碳酸酯和

環氧樹脂等，此外亦添加做為聚脂苯乙烯樹脂(polyester-styrene resin)

和阻燃劑(flame retardants)之組成。PBDEs 為阻燃劑，常添加於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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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裝潢之布料、及發泡材料(foams)中，且廣泛使用於電腦、電話機、

家俱、及地毯/地墊中。N-亞硝基二甲胺(N-Nitrosodimethylamine, NDMA)

為高致癌物質，此物質不僅為火箭燃料之成份，也是廢水加氯消毒之副產

物，且近年來更於一般之水體中發現此物質之存在。 

（三）泌干擾物質(Endocrine Disrupting Compounds, EDCs) 

EDCs 可因人為因素或自然因素而產生。由於 EDCs 之化學結構式和荷

爾蒙形式相似，進入人體後會形成假性荷爾蒙，與細胞核內之受體錯誤結

合，傳送假性化學訊號，影響與干擾人類或野生動物體內之內分泌系統，

進而導致生物繁殖力的降低、天生畸形/天生缺陷機率的增加、性向表現

方式的改變、與罹患癌症機率的增加等。 

EDCs 影響內分泌系統主要透過下列之途徑：(1)模仿天然荷爾蒙並取

代其鍵結位置。(2)阻礙天然荷爾蒙與自身生理鍵結位置之相互反應。(3)

直接或間接與荷爾蒙產生反應。(4)改變荷爾蒙合成之天然形態。(5)改變

荷爾蒙受體之接受程度[6]。研究至今，所有顯著之 EDCs 危害影響均著重

於野生生物，而非在人體健康。因此 EDCs 是否對人體有害仍具有爭議性。 

疑 似 為 EDCs 之 物 質 包 括 有 機 氯 殺 蟲 劑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 多 氯 聯 苯 、 戴 奧 辛 、 三 氮 六 環 除 草 劑 (triazine 

herbicides)、氨基甲酸酯殺蟲劑(carbamate pesticides)、烷基酚類化

合物(alkylphenolic compounds)、與合成及天然之雌激素(synthetic and 

natural estrogens)等，且其種類仍持續增加中。目前許多 PPCPs、工業

用化學物質、及 OWCs 也同時被認定為 EDCs 或疑似為 EDCs，例如雙酚 A、

鄰苯二甲酸(phthalates)、及類固醇荷爾蒙(steroid hormones)等。然而

絕大部份疑似為 EDCs 物質之雌激素活性(estrogenicity)均低於其他天

然或合成雌激素(estrogens)(如表 1 所示)，但由於此物質仍會對野生生

物或人類造成不良之影響，因此該物質也持續受到大眾的關切[6]。 

 

三、新興污染物於水體中之分佈 

（一）污水處理廠放流水中之新興污染物 

近年來由於水資源的不足，回收再利用污水處理廠之放流水以做為輔

助水資源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但 PPCPs 及 EDCs 可能存在於放流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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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於人體健康的危害風險評估考量，所以將這些水資源回收再利用成

為飲用水水源將受到關注(例如：經由地下含水層再填充方式成為飲用水

源)。同時亦有其他研究指出來自污水處理廠之排放水中含有 PPCPs、

EDCs、及鄰苯二甲酸，且直接被排放至自然環境水體，故在一般的地表水、

地下水，甚至飲用水的抽取樣本都有其蹤跡存在[1,7]。 

 

表 1 各 ECDs 之相對雌激素活性(Relative estrogenicity of selected EDCs) 

Potency Factor (17 β-雌二醇相量) 
化合物 

Drewes et al.[26] Cespedes et al.[30] 
.Ⅰ天然及合成荷爾蒙(Natural and synthetic hormones)  

17 α-Ethynylestradiol (EE2)  1.36  0.17  

17 β-Estradiol (E2)  1.0  1.0  

Estriol (E3)  0.30  0.34  

Estrone (E1)  0.14  0.019  

Testosterone  1.3 x 10P

-5
P   

Diethylstilbestrol (DES)   0.046  
.Ⅱ清潔劑代謝物及雙酚A(Detergent metabolites and Bisphenol A)  

4-tert-Octylphenol  9.7 x 10P

-5
P   

4-Octylphenol (OP)  7.2 x 10P

-6
P  2.1 x 10P

-4
P  

Bisphenol A (BPA)  8.0 x 10P

-5
P  2.4 x 10P

-5
P  

4-Nonylphenol (NP)  5.8 x 10P

-5
P  5.1 x 10P

-4
P  

Nnonylphenol ethoxylates (NPEO)   1.3 x 10P

-5
P  

.Ⅲ鄰苯二甲酸及苯並噻唑(Phthalates and Benzothiazoles)  

di(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   1.7 x 10P

-5
P  

Dibutyl phthalate (DBP)   1.0 x 10P

-5
P  

Butyl benzyl phthalate (BBP)   7.8 x 10P

-6
P  

Dimethyl phthalate (DMP)   9.8 x 10P

-6
P  

Diethyl phthalate (DEP)   5.7 x 10P

-6
P  

Benzothiazoles   7.3 x 10P

-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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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顯示，EDCs 及 PPCPs 存在於二級處理及三級處理的放流水

中[8]，Mansell et al.[9]和 Ladenburger et al.[10]之研究亦指出，

不但於污水處理廠之放流水中發現 17β-雌二醇、EE2、雌三醇、及睪丸

素(testosterone)的存在，且還在此放流水排放的河川中發現過高的水體

濃度且會對魚類內分泌有負面的影響。於一般污水、污水處理廠之放流

水、及河川中，所檢測到的藥物濃度範圍相當低(μg/L 等級) [11-16]。

而雌激素及鄰苯二甲酸的濃度範圍甚至只有 ng/L 等級 [16-22]。PBDEs

所被偵測到的濃度範圍則介於 pg/L 與 ng/L 之間[23,24] 。 

由於傳統的飲用水及污水處理單元程序中並沒有特別地設計去除這

些化合物之功能，因此各處理單元程序對於這些污染物去除效率的變化相

當大。Schafer et al.[25]研究指出，ㄧ般污水處理單元對於 17β-雌二

醇的去除效率約為 60-70%。Drewes et al.[26]則指出對於總雌激素活性

的去除效率可高達 94%以上，但在二級處理程序中只能去除部分的類固醇

荷爾蒙及酚類化合物(phenolic compounds)。 

在污水處理廠之處理程序中，新興污染物主要的去除機制為吸附作用

及生物降解作用，其主要去除途徑可分為以下四種：吸附於懸浮固體上、

好氧及厭氧之生物降解、化學性之降解(如水解作用)、及物理性的揮發作

用[10]。Takigami et al.[27]研究也指出，17β-雌二醇在污泥中的濃度

較高於最終放流水中之濃度，主要原因為 17β-雌二醇被污泥吸附所致。 

（二）環境水體中之新興污染物 

早在 1990 年時就已發現水體中 EDCs 的出現，及其可能對生物體造成

的危害 [28]，而於 1990 年之後仍陸續地發現其他存在於環境中的新興污

染物。 

USGS 也於 2002 年時，對 139 條河川進行檢測分析，結果發現，這些

河川大多已受到新興污染物所污染，且主要之污染源大多為廢水之排放，

例如高都市化之城市或畜牧業所排放之廢水[1]。且 USGS 針對了 95 種污

染物進行分析，其結果發現，在 139 條河川中，有 80%的河川含有一種或

一種以上之污染物；75%的河川中含有二種以上之污染物；50%的河川含有

七種以上之污染物；34%的河川甚至含有十種以上之污染物[1]。 

最常偵測到之化學物質為膽固醇(cholesterol)、coprostano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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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al sterol)、N-N-待乙妥/敵避(N-N-diethyltoluamide, DEET，為一

驅蟲劑)、咖啡因(caffeine)、三氯生 (triclosan，為一消毒劑)、磷酸

三(2-氯乙基)酯(tri(2-chlorethyl)phosphate，為一阻燃劑)、及 4-壬

基苯酚 (4-nonylphenol，為一清潔劑代謝物(detergent metabolites)，

如洗髮精之成份) 等。其中清潔劑代謝物、固醇(sterol)、及塑化劑為所

有檢測值中濃度最高的三種物質。 

而這些環境中的新興污染物均未加以列管，且於環境中之濃度約在

μg/L 等級，甚至為 ng/L 等級。另外天然雌激素及合成雌激素濃度大約

都於 ng/L 等級，甚至更低。而目前所發展出的精密分析儀器已可精確地

測得各污染物於環境中之濃度。 

 

四、分析評估方法 

新興污染物於環境中之濃度大都為超微量等級(μg/L 或 ng/L)，且目前大部

份之新興污染物並無標準檢測方法，僅能依靠一些商業化實驗室、大學研究室、

及政府組織所發展之分析方法，並搭配使用最先進且精密之分析儀器才能進行污

染物之測定，但各實驗室之間對於分析數據品質保證並無一致性，因此極需發展

出標準檢測方法，以提升分析結果之精確性、準確性、及一致性[29]。 

雖然對於檢測新興污染物的分析能力已可達超微量等級(μg/L 或 ng/L)，但

就目前研究上仍無法確認所偵測到之環境濃度是否對人類健康或野生生物造成

危害。同時在河川中所偵測到之新興污染物濃度亦遠低於一般藥物之劑量，且低

於一般污染源周圍之濃度劑量，因此對人體健康是否會造成危害需更ㄧ步之探

討。此外，亦有研究指出，不具雌激素活性之藥物仍會對環境產生影響。但目前

仍以 EDCs 對環境生態及人體健康所產生之危害較受到關注。 

（一）化學分析法與免疫分析法(Chemical and Immunoassay Analyses) 

一般環境中新興污染物之檢測常使用下列二種分析方法： 

1. 化學分析法：此方法需先選取特定目標物種，經由萃取程序後(如固相

萃取)，利用儀器偵測及分析(如氣相或液相層析質譜儀；GC/MS, LC/MS)

來精確地量測出此物種之濃度或數量。但由於目前並無標準分析方

法，所以相關之研究均各自發展出獨特分析方法，不過這些獨特分析

方法經常遭遇到分析錯誤之問題，而且也會增加分析低濃度時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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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2. 免疫分析法：測量各物種與特定抗體或抗原結合後之物種濃度，例如酵

素連結免疫吸附分析(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及放

射免疫分析(radioimmunoassay, RIA)均屬免疫分析法。此方法雖然相當

精確，但分析費用也相當昂貴，故僅有少許特定新興污染物會使用此

種分析方法來進行分析。 

化學分析法及免疫分析法之偵測極限均相當低，對於分析較複雜之廢水或污

水水樣時，其偵測極限皆可達 μg/L 等級，當分析飲用水或承受水體之樣品時，

其偵測極限更可達 ng/L 或更低。兩種分析方法都各有其優點和缺點，化學分析

法方面，需先選取特定的化學物種，才能正確地辨識出樣品中之化學物種，不過

對於未知之物種時，此方法便較難去辯認出污染物之物種及量測其濃度或數量，

且此分析方法通常也較耗時，分析成本也頗高。而免疫分析法方面，則使用比化

學分析法簡單之方式偵測低濃度之物種，但此方法之分析費用卻相當昂貴，且如

有天然有機化合物存在時，便會干擾或影響分析結果。 

（二）相對雌激素活性(Relative Estrogenicity) 

目前許多研究均認為，最可能對環境與人體健康造成影響之新興污染

物為 EDCs，因 EDCs 會與人體之雌激素、男性荷爾蒙(androgen)、甲狀腺

(thyroid)、或腎上腺系統(adrenal system)相互作用反應，且非常低量

之 EDCs 便會對人體產生生理上之影響。 

各種不同 EDCs 之相對荷爾蒙效應(hormone effects)範圍變化相當

大，最大相差範圍約可達 10P6P 倍以上，而存在於環境水體中之 EDCs 以

雌激素相關化合物為主。 

為進一步評估各種不同 EDCs 之雌激素活性差異，ㄧ般均以 17β-雌

二醇(17β-estradiol, E2)為基準表示(如表 1 所示)。許多研究結合化學

與生物之方式來評估自然水體、污水處理廠之排放水、與沉澱物中之雌激

素活性[26,29,30]。此外，相對雌激素活性可用來評估各 EDCs 在水體中

可能造成之最大內分泌干擾之衝擊，也可用來評估其加乘效應(additive 

effects)。 

雖然天然或合成之雌激素(如 17β-雌二醇、雌三醇(estriol)、17α-

乙炔雌二醇(17α-ethinyl estradiol, EE2)、二乙烯二苯乙烯雌酚

(diethylstilbestrol, DES)、及雌素酮(estrone)等)存在於水體中之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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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相當低，但由於天然或合成之雌激素的相對雌激素活性相當高，因此該

物質為水體中雌激素活性之主要貢獻源。Drewes et al. [26] 對初級放

流水進行監測，其研究結果指出，17β-雌二醇與雌三醇之雌激素活性約

為總雌激素活性之 75~100%。且此研究也發現，雖然清潔劑代謝物及雙酚

A 之雌激素活性較天然或合成之雌激素來得低，但存在於水體環境中之濃

度較高，因此這類之 EDCs 將成為未來主要控制之對象。此外，鄰苯二甲

酸及苯並噻唑(benzothiazoles)等二種物質則為目前所有 EDCs 中雌激素

活性最低之物質。 

 

五、新興污染物在自然環境下及工程系統處理下的衰

減 

（一）自然環境下的降解作用 
1. 地表水的降解作用 

地表水系統一般包含河川、湖泊、水庫、和濕地等，在這些水環境

系統中，藉由自然程序的作用下，可對 EDCs 及其他的新興污染物有減

少或去除的效果。這些程序一般包括物理程序(如：揮發作用、吸收、

吸附作用)、化學轉化程序(如：水解作用、光分解作用)、及生物降解

作用。 

近年來，已得知河川具有分解微量有機化合物的能力，且其對污染

物 之 去 除 機 制 主 要 為 吸 收 作 用 、 生 物 轉 化 作 用 、 及 光 分 解 作 用

[11,17,31-33]。在少數的案例中也證實河川對新興污染物同樣具有降

解之能力，如 Gross et al.[11]及 Lin et al.[34]均發現美國南加州

的桑坦安納河對於許多的藥物及 APECs 經由天然降解程序後，其去除率

可達到 50-100%的去除效果。Quandrud et al.[32]在美國亞利桑納州，

針對一條河水均為污水處理廠放流水之河川進行沿途量測，發現於下游

40 公里處，其污染物之雌激素活性有降低 60%的情形。 

光化學降解作用可有效的降解在地表水體中易受光照射而產生斷

鍵現象的有機化合物。Lin and Reinhard[35]及 Lam et al.[36]在實

驗室及實場水環境試驗下，證實直接和/或間接光解作用對於許多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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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雌激素及藥物有相當大去除效率。Lin et al.[34]、Quandrud et 

al.[32]、及 Buser et al.[37]等研究在瑞士的湖泊中及美國的桑坦安

納河發現，diclofenac、naproxen、及 ketoprofen 等三種新興污染物

皆可藉由光化學分解反應去除。Bezares-Cruz et al.[38]之研究更指

出，利用光分解作用降解十溴二苯醚(deca-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 

DeBDE)時，光解作用時間不到一小時便有 95%以上之降解效率，且在此

研究中亦可發現，在 DeBDE 中超過四十種低溴 PBDE 的同分異構物可經

由光解作用將其降解去除，且該同分異構物中有些是具有較高的毒性且

/或易累積於生物體內的。 

在地表水環境中，對於新興污染物有許多不同的降解機制存在，且

不同污染物之降解速率範圍變化很大，有些極難分解之污染物可能於短

時間內並無法分解，而有些污染物可能在極短之時間內可達到大幅的降

解之效果。 

2. 地下層的降解作用（土壤含水層處理系統；Soil Aquifer Treatment, SAT) 

SAT的淨化程序一般發生在有水流通過的不飽和含水層及本身已飽

和的地下含水層，其對於新興污染物之淨化機制包含許多生物(有機物

質之生物降解)及非生物的作用(吸附作用)。在許多實場研究中指出，

地下的傳輸過程對於新興污染物之降解去除是相當重要的[39-45]。同

時也有許多研究指出 SAT 的淨化能力可去除某些新興污染物[46-48]。

Drewes et. al. [48]的研究指出 SAT 能夠有效的去除止痛藥(如

ibuprofen、naproxen 等)和降血脂藥等新興污染物。Conroy et al. [49] 

也表示 SAT 能大幅地降低雌激素活性。Cordy et al. [50]使含有荷爾

蒙的水樣入滲穿過三公尺的乾燥土壤，停留時間二十一天後，對經 SAT

的水樣做分析，發現檢測不到荷爾蒙的存在。其它實驗室更進行 SAT 模

擬系統之研究，證明 SAT 可有效去除回收再利用之水體中的賀爾蒙，且

發現吸附作用是去除 17β-雌二醇、雌三醇、及睪丸素等化合物最主要

的機制。 

但也有部分研究則認為 SAT 無法達到那麼好的效果，如 Snyder et. 

al., [45] 及 Drewes et. al. [48] 之研究指出 SAT 並無法完全去除

ibuprofen，且無法有效地去除對抗癲癇藥物(anti-epileptics，如

carbamazepine 及 primidone)。在這些廣泛的研究當中，對於新興污染

物去除機制的資訊仍然是相當的有限。 



 
 

 
 
 12 

環 境 工 程 會 刊  

不過由於一般含污染物之水樣在土壤層或含水層中能有較長的停

留時間，並能與土壤間緊密接觸，故 SAT 對許多的新興污染物有良好的

降解效果，且其去除機制主要結合了吸附作用、好氧、及厭氧微生物的

降解作用。但 SAT 對某些新興污染物(如 carbamazepine)去除效果較不

顯著，主要由於這些污染物具有親水特性且不易被生物作用而降解。 

（二）工程系統技術的降解作用 

目前對於使用傳統之廢水處理方法來有效地去除新興污染物仍為一

大挑戰，但若結合高級處理技術(如高級氧化程序、薄膜技術、和活性碳

吸附等)則對於新興污染物可有較佳的去除效果。Snyder et al. [51]並

更進一步介紹各種不同之高級處理技術對於 EDCs 及 PPCPs 的去除效果。

一般而言，在眾多高級處理程序中，薄膜逆滲透(reverse osmosis, RO)

為最有效去除新興污染物的工程技術，其次為 OB3B/UV 程序、粒狀活性碳吸

附，而後才是加氯消毒，其去除效率之比較可參見表 2。 

1. 氧化程序 

氧化程序主要是利用氧化劑的氧化能力將污染物質的鍵結打斷，而

達到污染物降解之一種過程。一般如高錳酸鹽(MnOB4PB-P)、氯氣

(ClB2B)、二氧化氯(ClOB2B)、及臭氧(OB3B)等物質較常被用來當作氧

化劑的物質，其中臭氧為反應性極佳的氧化劑。新興污染物之氧化作用

是具有選擇性的，且某些化合物的結構及官能基(functional groups)

經氧化過後會產生轉換之變化。高級氧化程序(advanced oxidation 

processes, AOPs) 主要是將臭氧(OB3B)、過氧化氫 (HB2BOB2B)、及紫

外光(UV) 等單元結合運用，如：OB3B/UV、HB2BOB2B/UV 程序等，而 AOP

所產生出的氫氧自由基(OH．)為一不具選擇性的氧化劑，且具有很高反

應性的，因此大部分的 EDCs 及其他新興污染物可由 AOPs 處理。 

2. 加氯消毒 

消毒程序中之自由餘氯(次氯酸 HOCl 及次氯酸根 OClP-P)僅可跟某

些特定之 PPCPs 及 EDCs 發生化學反應。經實驗室試驗發現，自由餘氯

可使某些含有胺類物質的抗生素、diclofenac、 及咖啡因產生轉化現

象，並能有效地降低整體之雌激素活性。但同時自由餘氯與 EDCs 及

PPCPs 之間的反應則會產生一些不希望得到之氯化消毒副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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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程系統技術對 EDCs 及 PPCPs 之去除效率彙整(Removal efficiency of 
engineered systems on EDCs and PPCPs) Recreated from [45] 

 類  別 
加氯消毒

(ClB2B) 

臭氧/高級氧化處

理(OB3B/AOP) 

粒狀活性碳

(GAC) 

奈米薄膜

(NF) 

逆滲透

(RO) 

抗生素 

(antibiotics) 劣-良 差-優 普-良 優 優 

抗憂鬱藥物(antidepressants) 劣-普 差-優 良-優 良-優 優 

消炎藥(anti-inflammatory) 劣-普 優 優 良-優 優 

降血脂藥 

(blood lipid regulators) 劣-普 優 優 良-優 優 

顯影劑 

(X-ray contrast media) 劣-普 差-優 良-優 良-優 優 

人工合成麝香 

(synthetic musks) 劣-普 差-優 良-優 良-優 優 

防曬劑 

(sunscreens) 劣-普 差-優 良-優 良-優 優 

抗菌劑 

(antimicrobials) 劣-普 差-優 良-優 良-優 優 

PPCPs 

界面活性劑/清潔劑 

(surfactants/detergents) 劣 普-良 優 優 優 

殺蟲劑 

(pesticides) 劣-優 差-優 優 良 優 

化學製品 

(industrial chemicals) 劣-優 普-良 優 良 優 EDCs 

類固醇 

(steroids) 優 優 優 良 優 

優：>90%；良：90-70%；普：70-40%；差：40-20%；劣：<20% 

 

3. 臭氧／高級氧化程序 

臭氧處理程序顧名思義為利用臭氧(其既是消毒劑也是氧化劑)作

為水處理的氧化劑，以破壞水中污染物之結構達到去除之效果。Snyder 

et al. [51] 指出，臭氧處理程序可去除許多 PPCPs (包括 clofibric 

acid(一種降血脂藥劑), diclofenac, 及 carbamazepine)，且對於 E2、 

EE2、及雌三醇也有去除的效果。然而臭氧分子對於某些化學結構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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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選擇性的，但有很多(並非全部) EDCs 及 PPCPs 都具有這些化學結構。

另外紫外光消毒法也對 EDCs 及 PPCPs 具有良好的破壞效果，其去除率

的好壞則取決於紫外光消毒系統所供給的光照劑量強度的高低。如結合

臭氧及紫外光(OB3B/UV)之處理技術，結果發現對許多的新興污染物都具

有很好的去除效果。 

4. 過濾程序 

（1）粒狀活性碳(GAC)過濾 

粒狀活性碳過濾之原理為讓水樣通過含有粒狀活性碳的濾

材，利用活性碳之吸附與過濾特性將有機化合物去除，以達出流水

的淨化作用，且使用本法時該活性碳必需週期性的更換及再填充。

而 GAC 的過濾效能則視活性碳的特性 (如表面積、孔徑大小分

佈、和表面帶電特性)及其溶質特性(形狀、尺寸大小、帶電性、和

疏水特性)而定[51]。Ternes et al. [7] 的研究指出，當降低水樣通過

GAC 濾材的流速時，可完全去除 clofibric acid。Ladenburger et al. [10] 

的研究證明，若在二級處理的放流水中加入少量的活性碳，對於去

除 EDCs 為一最佳之效率/成本方法。可是 De Rudder et al.[52]則發

現當環境中 EDCs 之濃度在 0.1-20 ng/L 時，GAC 只能吸附 EDCs

中少量的 EE2。因此，如欲使用 GAC 來去除像在環境中如此低之

EDCs 濃度，仍須作更進一步的研究及探討其可行性。 

（2）薄膜過濾技術 

薄膜處理可針對水中新興污染物提供一種高去除能力的物理

性屏障。一般而言，薄膜去除效率的好壞是取決於薄膜本身的特性

及污染化合物的結構。RO 及奈米薄膜(nano-filtration, NF)對於大部

分的新興污染物及所有的內分泌干擾活性物質均可有效地處理。

RO 薄膜為一高壓(high-pressure)的薄膜系統，其原理為提供透膜壓

力(trans membrane pressures)迫使水分子穿過膜孔到達薄膜另一

側，污染物則因尺寸排斥作用(size exclusion)及靜電交互作用

(charge interactions)而被薄膜攔阻下來[25]。 

在廢水處理中，利用 RO 薄膜降低水中無機離子及有機化合物

的濃度有極佳的效果 [53]。許多學者亦指出，薄膜系統對於低分

子量的有機化合物可達幾乎完全去除的效果。Heberer [47]指出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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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化合物及其他有機污染物質經 RO 處理後，在水樣中幾乎偵

測不到污染物的濃度。Ladenburger et al. [10] 的研究結果亦顯示，

當水樣利用 RO 處理後，睪丸素及雌素酮被去除到低於偵測極限的

濃度，且發現 nonylphenol 及 4-octylphenol 也幾乎完全被去除。因

此由上述的研究可知，RO 薄膜的攔阻過濾能力，對於 PPCPs 及

EDCs 等的化學物質十分有效，幾乎可達到完全去除的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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